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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显 《南齐书 · 文学传论》
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
能代雄。”这句话不仅适合文章创
作，也适合理论研究，不仅适合古
代，也适合当下。由于中国小说研究
之悠久与研究人员之众多，“新变”
的难度也不断被推高。这是中国小说
研究者必须回应的学术挑战。

新出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下简称《小说文体史》）一书著者
谭帆教授成名于古代戏曲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向古代小说理
论与小说文体研究。我和他研究中国
文体学的重点虽然不同，但研究理念
颇为契合。我多次提出，要回到中国
文体的语境，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
史。谭帆也主张“回到中国本土立场
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当务之
急是还原被“遮蔽”的中国古代小
说，回归中国传统的小说语境。

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角度看，古
代小说是既简单又复杂的文体。西学
东渐以来，小说文体刚好符合西方的
文学观念与文体分类，所以小说毫无
疑问地具有合理性和独立性。但如果
按新文化以来形成的四大文体即诗
歌、散文、小说、戏剧分类法，中国
古代的诗歌、戏剧的形态是最为明显
的，不难辨体。散文略为复杂，但若
用“文章”概念来代替，辨体也是清
晰的。问题在于，西方小说文体内涵
与中国小说文体实际相差很远，所以
“小说”文体研究反而变得复杂。二
十世纪以来，用以“西”释“中”的研
究方法和以“西”律“中”的价值标准
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相当突
出和普遍的现象，并造成一些困扰。

那么，如何回到“本土”立场去研
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呢？所谓

“本土化”一方面是指研究对象的“本
土化”，即尽量还原古代小说之“实际
存在”；同时也指研究方法、价值标准
之“本土化”，即在借鉴外来观念和方
法的同时，努力寻求蕴含本土文化之
内涵和符合本土“小说”之特性的研
究视角、方法和评价标准，从而实现
理论工具与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小
说文体史》力求用中国古代的小说观
念和价值标准去理解和把握古代小说
文体。主张要以贴近“古人”、贴近
“历史”、贴近“文体”自身为原则，
努力寻求“本土化”的理论方法和
“西学”的本土化路径，探究梳理真
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从先秦两汉到明清时期，“小
说”概念的内涵经历了明显的演化过
程，其指称对象错综复杂，包括“小
道”“野史传说”“表演伎艺”和“虚
构的叙事散文”等多方面内涵，大体
呈现出“历时态”的流变线索，体现
了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化进程；同时，
“小说”又是一个“共时性”的概
念，“小说”观念的演化主要是指
“小说”指称对象的变化，然这种变
化并不意味着对象之间的不断“更
替”，而常常表现为“共存”。如班固
《汉书 · 艺文志》的小说观一直影响
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 对“小
说”的看法即与《汉志》一脉相承。
所以，《小说文体史》认为，《总目》
所框范的“叙述杂事”“记录异闻”
“缀辑琐语”的著述和明清以来的通
俗小说被同置于“小说”的名下。此
一特性即为小说在中国古代历史语境
中的“本然状态”，也是《小说文体
史》所强调和遵循的历史传统。

受西方叙事理论的影响，现代小
说理论往往将小说理解为虚构的叙事
文学文体。如果仅用这一概念衡量中
国古代小说，至少是不普遍适合的。
如程毅中先生在谈到 《酉阳杂俎》
时，指出此书“内容很杂，其中只有
一部分可算作小说”（《唐代小说
史》）。可在古人的观念中，《酉阳杂
俎》非但是小说，更是“自唐以来，
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四
库全书总目》）。对于小说文体理解
的古今差异，的确值得关注。如按西
方小说定义，在笔记体、传奇体、话
本体与章回体四种文体中，多数的笔
记体是不能列在“小说”之内的。因

为它往往既非虚构，又不叙事。但笔
记体小说是中国古代数量最大、历史
最悠久的文体，也是俗文体中的最为
高雅的文体。

对“叙事”的狭隘理解是20世
纪以来形成的，与中国古代的“叙
事”传统，与“叙事”背后蕴含的文
本和思想更是相差甚远。《小说文体
史》的研究表明，“叙事”内涵在中
国古代非常丰富，不是“讲故事”所
能限定的。就“事”而言，有“事
物”“事件”“事情”“事由”“事类”
“故事”等多种内涵；而“叙”也包
含“记录”“叙述”“解释”“罗列”
“说明”等多重理解。《小说文体史》
回到中国小说语境，讨论叙事，强调
叙事在中国古代的多元属性，尤其强
调笔记体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文体的
一种特殊叙事特性。这种研究以多元
化与特殊性的眼光，以变通与圆融的
方式，大大拓展了“叙事”的内涵与
表达形态，尤其为中国古代大量的笔
记小说争得了文体分类的正当性与合
理性。这在小说文体学上，是一个理
论拓展与贡献。

《小说文体史》给我的启发甚多。我
对中国小说文体也曾有过粗浅思

考，一直有点疑惑：中国小说存在很
多表现博闻或情致的率意记录，未必
与叙事有什么关系。在中国小说的语
境中，可不可能存在不“叙事”的中
国小说呢？我们仍以笔记小说为例。

从《世说新语》书名来看，它所
关 注 与 表 现 的 重 点 是 “ 说 ” 与
“语”，其中有些篇目，如“言语”篇
就明确标示其重点在记录人物言语。
“何平叔（晏）云：‘服五石散，非唯
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尹云：
‘清风朗月，辄思玄度。’”这两则文
字都非常简短，只记人物的言语。这
种情况在《世说新语》其他篇目中也
是大量存在。如《赏誉》篇：“世目李
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谚曰：后
来领袖有裴秀。”这两则简短的小说
文本也仅记言，一定要用“叙事”去
解释，会显得有些牵强。除非我们把
所有文字记录都解释为“事”的一部
分，凡所记录，无非叙事，那反而证
明西方的小说概念仍适用于中国古代
小说文体。这个问题的本质是，除了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形态的多元性
与特殊性之外，也许更要研究中国古
代小说文体自身的特殊性。

学术创新，往往不是填补空白，
而是对已有研究的开拓。如学术界对
古代小说的插图与评点已有足够的讨
论，《小说文体史》却将它们纳入小
说文体研究范畴之中，认为对小说
“文体”的理解，应该突破传统的研
究范式，从文本的叙述实践、叙述的
有效性等角度来观照小说之“整
体”，将小说的文体研究范围拓展到
全部的小说文本（包含正文、插图、
评点等）之中。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
与插图，虽分别具有文本批评与美术
特性，但本质上仍是与小说正文融于
一体的、供读者阅读的小说文本，而
非游离于小说之外的附庸。

华东师大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传
统源远流长。早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前
身之一光华大学期间，著名史学家吕
思勉先生就撰述了小说史《宋代文
学 · 宋之小说》、小说理论《小说丛
话》等作品。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以
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代有人才，迄
今为止，大致可以分为四代：徐震
堮、施蛰存先生等前辈学者为一代；
陈谦豫、郭豫适等知名学者为一代；
陈大康、谭帆、竺洪波、程华平等学
者为一代；刘晓军、王庆华等学者为
一代。可以说，这部《小说文体史》
既凝聚了谭帆教授师徒两代学者的心
血，也积淀了前辈的优秀传统。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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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佐 良 （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 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汉学

家，令人尊敬的学术前辈，他对中国历

史文化，尤其是中国和欧洲（特别是意

大利）文明的交流史、耶稣会士和天主

教史的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从1994年有幸与白先生相识，此后多

次在欧洲相见，得到他的教诲和关照，

聆听他风雅的谈吐，感受到他独特的人

格魅力，实是我人生的幸事。今年是白

先生百年诞辰，在此我谨简单回忆与白

先生的交往，以及他的论著对我研究的

影响，聊以缅怀这位慈祥博学的长者。

1
994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

召开了卫匡国 （MartinoMartini） 和

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白佐良先

生受邀参会。当时我旁听了这次会

议，得以与先生相识。那次会议，我

还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德国学者柯

兰霓 （ClaudiavonCollani） 博士，此

后我们保持了长期的学术交往。

在这次会议上，白佐良先生首先致

辞，他事先将准备好的中文发言稿发给

大家。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一开头就

说：“条条道路通北京”（借用“条条道

路通罗马”的成语），表达了对中国的友

好感情，让在座的中国朋友感到十分亲

切。会后我和白先生进行了短暂的交

谈，因我对卫匡国早有兴趣，也曾在文

津街的国家图书馆读过卫匡国的著作

（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以交换的形式赠送

给国家图书馆），谈话中我将此事告诉白

先生，白先生听后十分高兴，约我在会

后陪他同去图书馆看书。

那天我们如期在文津街见面，调阅

书籍之后，白先生在北海公园东侧的一

家小饭馆请我吃饭。饭前白先生告诉

我，他吃饭不多，因为胃做过手术。席

间我们相谈甚欢，他深情回忆了初次访

问北京的故事，及对旧城的美好印象，

也感叹每次来北京，老城改造，变化太

大，不免伤感。他仍沉浸在年轻时对北

京的美好回忆，也提到在杭州西湖的良

辰美景，特别提到了孤山旁边的苏小小

墓。他还讲述了年轻时在南京时的一些

故事，以及交往的友人，特别提到了后

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明史专家

牟 复 礼 （FrederickW.Mote，1922—

2005）教授。白先生与牟先生熟识，多

有交往，不过有一件事令白先生颇为不

悦，白先生开玩笑说：“这个美国佬，借

了我的线装书，后来也不还。”白先生讲

话时的神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还提

到他与著名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vanGulik）的交往，提到有一次

他拜访高罗佩，看到书架上有一本雕版

图谱，就很好奇，伸手取来想看，高夫

人看到了，连忙说：“此书不好，不能看

不能看！”（聊以一笑）

1997年春，应Napoli东方大学M.

Fatica教授之邀，我第一次踏上令我梦寐

已久的意大利，参加纪念马国贤（Mat 

teoRipa）的国际会议，有机会与先生再

次相会。在那次会议上，我结识了很多意

大利学者，包括马西尼（F.Masini）教

授，还有美国的孟德卫（D.E.Mungel 

lo）教授，会议期间也与白先生多有交

流。会后，感谢美国旧金山大学马爱德

（EdwardMalatesta）的帮助，有机会在

罗马停留约一个月，访问了罗马的图书

馆和档案馆，亲身感受了查阅档案、破

解历史之谜的快乐。

在罗马期间，白佐良先生热情地为

我撰写了介绍信，并专程陪我到梵蒂冈

教廷图书馆办理手续，介绍相关图书目

录，并特意请我品尝那里醇香浓郁、价

廉物美的咖啡，令我十分感动。那次罗

马之行，成果丰硕，发现了不少尚未有

人研究的新史料，包括白晋 （Joachim

Bouvet）的《易经》研究手稿、杭州教

徒张星曜的史料、邓玉函的《泰西人身

说概》、汤若望的《天文实用》等刻本，

我后来依据这些发现，撰写了多篇论

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998

年4月，应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系教授

郎宓榭 （MichaelLackner） 先生之邀，

参加“欧洲与中国”会议，得以和白先

生、马西尼先生再次在柏林相会，并结

识多位学界前辈。

白先生是十分多产的学者，也是一位

“文艺复兴”式的学者，不仅精通

拉丁文古典文献，在中国文学史、明清

史、基督教史诸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

尽管因为语言的关系，他的论著我阅读

得不多，但他的多篇论著，对我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在这里我仅举一个简单的

例子。

《狮子在北京》（“AlioninPe 

king:LudovicoBuglioandtheEmbas 

sytoChinaofBentoPereiradeFaria

in1678”）应该算白先生最有代表性的

中外关系史的名作，体现了他的深厚功

力和博学多识。因为我主要研究康熙时

代，得知此文后，很感兴趣，就写信向

他索要，他马上把文章寄给我。

《狮子在北京》令我常读常新，受益

匪浅。此文分析了葡萄牙进贡“百兽之

王”的故事。白先生不仅参考了葡萄牙

国家图书馆的手稿、《明史》和《澳门纪

略》 中的材料，还查阅了不少清人文

集，包括李澄中、王鸿绪、尤侗的“西

洋贡狮子赋”（《西堂杂俎》），这在没

有数据库的时代，无疑是十分费时的工

作。在文中，白先生回顾了葡萄牙贡狮

之前狮子传入中国的故事，引用了德礼

贤 （PasqualeD’Elia） 在 《利玛窦全

集》 中记述的西亚贡狮活动，利玛窦

（MatteoRicci）1596年在北京与两位贡

狮的“回回”见面的故事，也提到了陈

仁锡《皇明世法录》、十分稀见的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和李时珍《本草纲目》

关于狮子的记载。接着对利类思的《狮

子说》（1678） 进行了详细的翻译和介

绍，还对《狮子说》的可能来源做了推

断。此外，白先生还引用了陆次云《八

纮译史》，以及清代小说《聊斋志异》、

袁枚《子不语》关于暹罗使节、西洋贡

狮的故事，还提到了纪昀《如是我闻》

的材料，这都体现了白先生对中国文学

作品的熟谙。关于葡萄牙和贡狮的故

事，一直是我感兴趣的研究话题，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文章发表，能为白先

生的大作续貂。

对中国读者来说，白先生影响最大

的著作，当推他与马西尼先生合写的

《意大利与中国》一书，此书综合正史、

志书、文集、游记等中西文第一手史

料，从跨文明和全球史的视野，对意大

利与中国两千年文明互鉴的历史，作了

全景式系统全面的描述。全书融会贯

通，文字优美，行文深入浅出，叙事生

动活泼，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力和驾驭

史料的才能，是作者在中西关系史领域

长期耕耘的成果结晶，已成为中西文明

交流史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在学术界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我案头必备的

参考书。白先生对曾经在杭州生活过的

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倾注了大量心

血，整理出版了《卫匡国全集》，并发表

了多种研究论著，听闻这些成果即将被

译成中文发表，这将是嘉惠中文世界的

大好消息。白佐良先生成就的取得，与他

多年收集的丰富藏书有关。2019年初，

我有幸得到马西尼先生的帮助，访问罗

马大学，亲眼目睹和利用白先生丰富的

收藏，抚摸先生的藏品，就像亲眼见到

先生，在其书房朝圣，令我感动不已。

阅历丰富的白佐良先生，作为职业外

交家，在东亚工作长达三十年之

久。他早年在南京和香港工作，之后在

东京担任外交官，后来担任意大利驻韩

国、越南和菲律宾大使，直至1981年回

到罗马，在罗马大学担任中国语言和文

学教授。白先生不仅精通欧洲文学，对

罗马经典作品如数家珍，对中国古代文

学史、思想史和明清耶稣会士的研究也

有精深的造诣，他著述宏丰，多有创

见，其成就代表了20世纪意大利汉学乃

至欧洲汉学的最高水平，依我的浅见，

他是和谢和耐（JacquesGernet，1921—

2018）、许理和 （ErikZ?rcher，1928—

2008）先生鼎足而立的三位20世纪下半

叶最为杰出的、影响最大的研究中西关

系史的欧洲汉学家，其成就将被全世界

的学者永远铭记。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狮子在北京”

韩琦

▲ 1946年，白佐良先生在南京

 白佐良先生、夫人黄美琳和

白龙（BrunoBertuccioli）先生

均白龙先生提供

黄绾，一位生活在15、16世纪的浙

江台州府黄岩县 （一作太平县）

人。作为政治家的黄绾在 《明史》 有

传，一生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

四朝，先后四次出仕、三次请归、一次

“闲住”，往来于台州与两京（京师、南

都）之间。他因参与了嘉靖三年的“大

礼议”并极力主张“继统不继嗣”、作为

钦差抚勘过“大同兵变”而受到嘉靖帝

的赏识与信任，又因晚年出任正使、出

使安南未行而罢官。

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的黄绾，《明

儒学案》中辟有专案这样介绍他——学

富五车，志在天下，一生以学“圣人之

学”而“明道”为己任，青年时期师从

浙南理学名家谢铎并刻苦用功于程朱理

学，中年时与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

家结盟共学，曾服膺于王阳明“致良

知”教并创办石龙书院，致力于在浙南

一代传播弘扬阳明心学。阳明殁后，多

次上疏为阳明争取“名分”，撰有《阳明

先生行状》，辑刊《阳明先生存稿》，还

嫁女于阳明哲嗣王正亿并抚养其长大成

人。晚年“闲住”黄岩，隐居翠屏山，

以读书、著书、讲学终老，并能自觉地

开展对宋明诸儒学术思想的批判，进而

明确提出具有自家特色的“艮止执中”

之学，可谓中晚明时期“王门”内部自

觉修正“王学”的先驱人物。

对于黄绾这位明代浙中王门的杰出

代表与阳明后学的关键人物，目前网络

搜索引擎以及公开出版物对其生卒年

份、表字、职官等基本资料是怎样描述

的呢？先看《中国哲学大辞典》（方克立

主编，1994）这部工具书中“黄绾”辞

条的描述：

黄绾（1477—1551）明学者。字叔
贤，号久庵、石龙。黄岩（今浙江省台州
市黄岩区）人。以祖荫入官，授后军都
事，历任南京都察院经历、南京工部员外
郎、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为学初
师谢铎，宗程朱，继师王守仁。后对王学
有所批评。……尖锐批评王学和禅学的
“无思”“无为”，指出“宋儒之学，其入门
皆由于禅”，“禅学益盛，实理益失”（《明
道编》）。有《石龙集》《明道编》。

网络搜索引擎对黄绾生平学行的介

绍大多类似。其实，只要我们按照当代

史学家陈垣先生倡导的“史源学”研究

路径，稍微检索一下《明世宗实录》、明

清两代学者文集及近现代以来的学术研

究成果，就会发现这些对黄绾的描述有

不少误笔之处。

关于黄绾生卒年，除《中国哲学大辞

典》给出的“1477—1551”，还有

两 种 观 点 ：“ 约 1477— 约 1551” 和

“1480—1554”。无论哪一种，对黄绾享

年75岁的提法没有怀疑。明代学者李一

瀚《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行状》、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四《黄宗贤先

生》、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三《尚书

黄久庵先生绾传》均记黄绾“享∕卒年七

十有五”，惜未明确标识生卒年。

“约1477—约1551”的提法最早由

容肇祖先生在1940年发表的《王守仁的

门人黄绾 · 黄绾传》中提出。其依据是

黄绾《东盘山生圹自铭》署名时间为嘉

靖二十三年九月、黄承德跋《明道编》

日期系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吴国鼎跋

《明道编》[嘉靖二十九年（1550）春]文

中没有说黄绾之死，“黄绾似尚健在”；

又根据康熙《黄岩县志》卷八《灾祥》

记嘉靖三十一年五月“倭寇犯县治，舶

舟澄江，盘踞七月”云云，以为“黄绾

必死在嘉靖三十一年之前”。“嘉靖二十

九年春似乎尚存，三十一年必已死去，

故此假定他死在嘉靖三十年，以年七十

五岁计，他的生年可假定为成化十三

年。这个假定，相差必不远。”容肇祖在

稍后出版的《明代思想史》关于“黄绾

思想”的论述中也坚持了同样的看法。

侯外庐先生在几处著作中将“约”

省去，径作“1477—1551”。此后被大

加援引。

然而，唐宇元先生在参与侯外庐等

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黄绾的学行

与‘艮止’说”的行文中最早提出生卒

年为“1480—1554”。吊诡的是，唐先生

作为撰文者之一，竟然提出了与侯先生

不一样的观点。当然唐宇元的观点也有

学者引用，惜大多没有翔实的史料支撑。

笔者掌握有三条证据，完全可以判

定黄绾生卒年确系“1480—1554”：一是

今藏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沙门镇路上村

的刊刻于民国乙卯（1915）年的《洞黄

黄氏宗谱》，其卷四“黄绾传”对黄绾生

卒年月日期有详细记载：“府君（黄绾）

生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二月十一日

辰时，……卒于嘉靖三十三年 （1554）

九月初四日戌时，……享年七十有五。”

二是《明世宗实录》在“嘉靖三十三年

（1554）九月壬寅”条下提到“壬寅（初

四日），原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绾

卒”。三是黄绾著《石龙集》卷二十五

《五弟宗哲墓志铭》文，提到黄宗哲“小

予（黄绾）十岁”，而宗哲“生于弘治庚

戌 （1490）正月十五日”系黄绾亲书，

据此可推知黄绾本人生于1480年无疑。

前揭《中国哲学大辞典》提到黄绾的

表字是“字叔贤”，网络搜索引擎

有“字宗贤，又/一字叔贤”的提法。

“字叔贤”的始作俑者系黄宗羲。黄宗羲

《明儒学案》卷十三《尚书黄久庵先生

绾》作“字叔贤”。

勘对目前存世的各种文献，可以得

知，黄绾的表字只能是“宗贤”而非

“叔贤”。诸如，与黄绾系亦师亦友关系

的王阳明，写给黄绾的书信均作“答黄

宗贤”“与黄宗贤”“别黄宗贤”，检索整

部《王文成公全书》，根本没有“黄叔

贤”的称谓。“方叔贤”的称谓倒是有不

少，可“叔贤”在《王文成公全书》中

的表字，则属于方献夫 （1485—1544，

初名献科，号西樵，广东南海人）而非

黄绾。又，王阳明早期门人徐爱在与黄

绾的诗词唱和中也用“宗贤”的表字，

比如《和友人黄宗贤漫兴二绝》《送黄宗

贤谢病归天台》 等诗题中就称“黄宗

贤”而非“黄叔贤”。王廷相《王氏家藏

集》 涉黄绾处，亦多用“黄君宗贤”

语。黄绾诗文集《久庵先生文选》诸卷

首，均标识有“黄岩黄绾宗贤甫著”的

字样。可见，黄绾表字“宗贤”系史实。

早在黄宗羲《明儒学案》（成书于

清康熙年间）撰“黄绾传”之前，明代

中后期两位学者：李一瀚的《礼部尚书

兼翰林院学士黄公行状》、徐象梅的《黄

宗贤先生传》中，均记到黄绾的表字系

“字宗贤”。至于《明儒学案》黄绾“字

叔贤”之误撰，系黄宗羲本人疏忽所

成，抑或后世刊行《明儒学案》时误刻

所致，则有待详考。

《中国哲学大辞典》辞条在介绍黄绾的

官位时，以为“官至南京礼部尚

书”，或曰“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

士”。而笔者在《明史》《明世宗实录》

中检索黄绾官衔时发现，黄绾所授礼部

尚书实系“京师”即北京的“礼部尚

书”而非“南京礼部尚书”。

黄绾如何官至“礼部尚书”，《明

史》有详细记载，比如卷一七《世宗本

纪一》：“（嘉靖）十八年春二月，……起

黄绾为礼部尚书，宣谕安南。”卷一百九

十七《黄绾传》：“十八年，礼官以恭上皇

天上帝大号及皇祖谥号，请遣官诏谕朝

鲜。时帝方议讨安南，欲因以觇之……

特起绾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为正使。”

黄绾挚友湛若水在《阳明先生王公

墓志铭》中交待撰写缘由时，称黄绾为

“礼部尚书”并非“南京礼部尚书”：“甘

泉子挈家闭关于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

建伯[阳]明王先生之子正亿，以其岳舅

礼部尚书黄久庵公之状及书来请墓铭。”

此外，黄绾本人为先师谢铎 《桃溪类

稿》所作“序”文末了署名即云“资善

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詹事兼侍

讲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岩黄绾

百拜书”。径言“礼部尚书”，而不加

“南京”二字于前。《明世宗实录》“嘉靖

三十三年九月壬寅”条“黄绾传”在记

录黄绾曾任官衔时，亦提“原任礼部尚

书兼翰林院学士”。如上所举数条材料足

以说明，黄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

提法系误笔，应予纠正。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研究员）

再寻黄绾

张宏敏

《中国哲学大辞典》的误笔

关于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的点滴回忆

▲ 清代沈谦作赋，盛昱录《红楼梦赋图册》

之“滴翠亭扑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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